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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研究专题】

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略：内涵辨析与实践展望∗

蓝 红 星　 　 　 李 芬 妮

　 　 摘　 要：“藏粮于地”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有文献从“大食物观”的角度，探讨将其载体

由耕地向整个国土资源、保障边界由粮食向食物拓展的可能性。 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略是以“大食物

观”为指引，辅以“藏粮于地”战略的制度体系，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从全域国土资源获取食物来源，实现藏

“大食物”于“大国土”的有力举措。 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略的实践潜力分析，盐碱地等后备资源开发潜

力和海外耕地投资空间可观、森林的“粮库”潜力巨大、草地农业的食物开发和供给潜力有待充分挖掘、打造江河湖

海等水域为主体的“蓝色粮仓”大有可为。 未来，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略要协调好全方位利用国土资源

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统筹好农业主产区类型拓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把握好防止耕地“非粮化”与引导耕地合

理“食物化”的关系，处理好国内耕地资源利用与海外耕地投资的关系，以全方位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全面推进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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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土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 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
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 然而，当前国内耕地资源开发潜力

已逼近极限［１－２］ 。 一是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空间缩

减，粮食产量年均增长速度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５６％“腰斩”至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的１．１０％［３］ 。 二是

耕地质量退化明显，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全国耕地土壤点

位超标率较 １９８９ 年的 ４．６％ 上升了 １４．８ 个百分

点［４］ ，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率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７． １６％ 上升至 ２０００ 年后的

２１．４９％［５］ ，耕地可持续生产能力堪忧。 此外，我国

居民食物需求结构升级，呈现出主粮比例降低化、食
品种类多元化特征。 由此，面对消费端的食物消费

需求日益多元与生产端的耕地生产潜力有限之间的

矛盾，我国开始思考减少对国内耕地资源竭泽而渔

式的开发，试图将食物获取途径从耕地资源外延到

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渠道开发食物资源，确保

中国碗里装着中国粮的同时，保障肉蛋奶蔬果鱼等

多样化食物的有效供给，分别提出“藏粮于地”战略

和“大食物观”，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国家粮食安

全保障体系构建指引方向。
“藏粮于地”和“大食物观”均是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者侧重于“口粮观”，以粮

食供给的无形储备为目标，以耕地为核心载体，搭建

起了一套以耕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占补平

衡为关键内容的制度体系［６］ ，但缺乏对全域国土空

间以及食物边界的有效把握；后者则立足整个国土，
要求调整食物生产结构、 推动食物来源多元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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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将传统“粮食安全”拓展为“食物安全” ［８］ ，但
因发展时间较短，尚不具备同前者一般与之相适应、
相匹配的政策举措和制度体系［７，９］ 。 由此，在“藏
粮于地”的制度体系上，纳入“大食物观”的科学指

导，形成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略，是践行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新要求的必然选择。

一、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
战略的内涵辨析

　 　 １．“藏粮于地”的内涵溯源

“藏粮于库”“藏粮于仓”是“藏粮于地”的概念

起源，即通过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成立国家

粮食储备局等一系列举措，确保国家粮食储备安

全［１０］ 。 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粮食

余额远超国家储备粮的经验表明，“藏粮于库” “藏
粮于仓”虽在短期调整粮食储备量上具备一定可行

性，却易引发库存多、价格低与销售难等问题［１１］ ，
由此，对粮食的实物调控开始向生产环节转变，“藏
粮于土”“藏粮于田”概念出现。 “藏粮于土”是为彻

底根治“藏粮于库”问题、助力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

力达到新高度而提出的，包括建立耕地保护区和基

本农田、土地整理、设立小区平衡机制、着眼全部国

土等内容［１２］ 。 而对“藏粮于田”的文献研究始于

２００１ 年，以保质保量地建设基本农田为核心，以系

统保护与改善农田基本生态因子为手段，以应对复

杂国际形势变化、筑牢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为目

标［１３］ 。 由此不难看出，早期对“藏粮于土”“藏粮于

田”等与“藏粮于地”相关概念的理解侧重于确保耕

地数量、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能力。
２００４ 年，学术界开始涌现对“藏粮于地”的研

究，并以提升耕地质量、协调粮食数量结构或供需关

系为主要内容构建初期的“藏粮于地”战略框架。
之后 １０ 年，学者们通过一系列分析讨论，逐渐形成

了“藏粮于地”的轮作休耕内涵，即在粮食供应量超

过需求量时，通过休耕或轮耕的方式降低粮食产出，
在粮食供应量低于需求量时，将那部分休耕或轮耕

的土地尽快用于作物种植，通过耕地数量的调整实

现粮食供求平衡［１４－１５］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农业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调

整优化农业结构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藏粮于地”
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出现。 该文件指出“藏粮于

地”是推动粮食安全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１０］ ，要
通过一系列举措实现耕地质量水平的跃升，确保粮

食产能落实到田头地块。 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强调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

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标志着

“藏粮于地”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随着“藏粮于地”于 ２０１５ 年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及土壤污染、气候变化、国际关系和流行性传染病

盛行等内外部形势出现新变化，学者们对“藏粮于

地”展开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讨论。 张立承和范亚

辰指出，“藏粮于地”是通过增加投资改善粮田质

量，在耕地要素端提升包括产出能力、防灾能力和土

壤污染治理、休耕制度等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内

的综合生产能力，而非局限于稳产、增产［１６］ 。 毕玮

等和郝晓燕等均认为“藏粮于地”的关键在“地”，前
者指出要稳定高产田产出、提升中低产田肥力、补足

后备耕地资源，以实现土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持

续提升，降低粮食供给的波动性［１７］ ；后者强调核心

是产能，即“藏粮于地”的根本前提在于保证耕地的

数量，继而是利用有限的耕地长期创造更大的产出，
提出主要通过对耕地采取“用养结合”的方式实现

平衡粮食市场供求的目标［１８］ 。 梁鑫源等从长期和

短期两个维度对“藏粮于地”进行了概括，认为短期

层面的“藏粮于地”是指在粮食相对充足时，通过轮

作、休耕或改变部分土地的种植结构和生产经营用

途，以缓解耕地过度利用压力、增加耕地有机质含

量、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层面的“藏粮于

地”即通过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产量

的平稳和提升，并在粮食供不应求时能够在较短时

间内实现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和产能的恢复，从而

保障域内粮食供应［１０，１９］ 。 仇焕广等将 “藏粮于

地”分为两个维度：一是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手

段，强化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即“固本强基”；二是

通过休耕或种植高附加值作物，保持一定规模土地

的潜在生产能力，以保证紧急时刻能够迅速恢复生

产能力［２０］ 。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藏粮于地”的传统理解

是：为了应对农业面源污染、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关

系紧张引致的粮食危机，而提出的通过耕地保有量

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等空间规划管控、土地整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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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等耕地质量建设、种植结构或面积调整

和良种农机等生产技术改进等制度，来提升耕地系

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利用韧性

和抗冲击能力，进而夯实我国粮食安全的资源基础

的重要战略方针。
２．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略的内涵

面对我国居民人均粮食、蔬菌、肉禽类、水产品、
蛋奶类消费量分别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４８．７ 公斤、９７．５ 公

斤、３２．８ 公斤、１０．４ 公斤、１９．９ 公斤增加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１．２公斤、１０３．７ 公斤、３７．５ 公斤、１３．９ 公斤、２５．８公
斤［３］ ，食物消费结构由“吃饱”转向“吃好”的趋势

愈发显著［７］ ，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重大突发

事件引发全球粮食市场动荡，依靠国际市场来实现

国内粮食供求平衡的难度和风险加剧，仅在“耕地”
和“主粮”上做文章、保障“米袋子”安全的“藏粮于

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新消费理念和国际新

变局。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了 “大食物

观”，强调拓宽食物来源，“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
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

食物资源”，“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以更好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应对国际市场波动。
“大食物观”不仅推动了传统“粮食安全”向“食物安

全”转变，而且对“藏粮于地”战略提出了新要求与

新任务。
第一，“大食物观”坚持以粮食生产为基础，强

调不断增强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全面提升粮食

保供能力和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以产能、数
量为重点的“藏粮于地”战略仍是现阶段保障我国

粮食安全、大食物安全的关键战略选择。 但“藏粮

于地”中的“粮”局限在本义的谷类、薯类、豆类等主

粮生产上［２０］ ，而主粮仅是粮食中的一部分，是三大

食物带（矿物性、植物性、动物性食物带）中的局部，
更是 整 个 自 然 界 大 食 物 系 统 中 局 部 中 的 局

部［２１－２２］ ，故而基于“大食物观”的思想指导，在以

“藏粮于地”保障“主粮”安全之余，还应拓展传统

“粮食”的概念边界，把肉蛋奶、蔬果油等与粮食消

费具有直接替代性的重要农产品纳入保障范围内。
第二，“大食物观”支持向耕地获取粮食资源，

“藏粮于地”则以耕地为核心载体，包括已种植粮食

作物的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的耕地以及乡村

低效用地等，从这一角度来看，二者具有一定的载体

一致性和重合性。 但“大食物观”进一步强调，仅依

赖耕地资源从事单一谷物生产会使农业生态系统被

严重阉割、耕地系统“透支”过多［２２］ ，要求跳出“食
物主要来源于耕地”的传统农业思维模式，引导食

物供给由单一耕地系统生产向整个国土空间多元供

给转变，以缓解因对耕地资源过度开发、高强度利用

而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但从战略研究来看，相较于“藏粮于地”战略，

同大食物观相适应的配套制度体系尚未健全［７，９］ 。
由此，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略是对“藏粮

于地”战略的内涵增补，是对“大食物观”框架的向

外延展，是以全域国土为载体，以粮食安全为前提，
以“大食物观”为指引，以“藏粮于地”战略为制度辅

助，通过持续挖掘耕地资源生产潜力、调整食物生产

结构和区域布局、改进良种农机等生产技术、建立健

全自然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等措施，来提升全域资源

环境的承载力、多元食物供给能力、利用韧性和抗冲

击能力，实现藏“大食物”于“大国土”，以“大食物安

全”保障粮食综合安全。

二、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
战略的实践潜力

　 　 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略强调将传统

“粮食”边界向肉类、果蔬、水产品等丰富多样的“食
物”概念拓展，强调将粮食和食物的空间来源由现

有的 １９ 亿余亩耕地向全域国土拓展。 在此，有必要

在全面盘点耕地、森林、草原、江河湖海等国土资源

的现实基础上，探讨由单一地向耕地要粮食转为向

森林、草原、江河湖海等自然生态资源获取食物的现

实可行性，以此明确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
略的实践潜力。

１．国内耕地资源开发空间有限，盐碱地等后备

资源开发潜力和海外耕地投资空间可观

当前，我国耕地资源总量虽然高达 １９．１８ 亿亩，
居世界第 ３ 位，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实现了国务院确

定的 ２０３０ 年耕地保有量 １８．２５ 亿亩的目标，但第二

次全国土地调查以来的 １０ 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

１．１３亿亩［２３］ ，损失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 １．５３ 倍［２４－２５］ ，且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年均

增长率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８４％缩减至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１ 年的 ０．２８％［３］ 。 在高质量耕地数量方面，２０１９
年我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 ４．７６ 等，高质量耕地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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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３１．２４％，中等地不到半数，超过 １ ／ ５ 的耕地为劣

等地，且近七成劣等地集中分布在黄土高原、长江中

下游、西南、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２６］ ，生产障碍因

素突出，质量建设任务重、见效慢。 此外，我国耕地

后备资源少，集中连片的耕地后备资源仅有２８３２．０７
万亩，占总量的 ３５．３％；且耕地后备资源分布不均

匀，要么处在北纬 ４０°—５０°之间、光热条件不足的

一年一熟地区［１２］ ，要么位于生态脆弱地区，水土状

况较差，不宜开发利用，生态风险高［２７］ ，还有六成

多耕地后备资源呈零散分布，补充耕地成本高［２８］ 。
面对极其有限的国内耕地资源开发空间，亟待

统筹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国耕地资源

提供重要补充。 对外，持续实施农业“走出去”战

略，以全球视野布局粮食供给来源，适度开展海外耕

地投资，扎实建设境外农业合作示范试验区，缓解国

内的耕地资源压力，促进我国和世界粮食安全共同

发展。 Ｌａｎｄ Ｍａｔｒｉｘ 数据库数据表明，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我国已启动 ２６０ 个海外耕地项目，遍布在全

球 ４９ 个国家，总面积达 １４２５．１２ 万公顷，其中生产

项目有 １３４ 个，总面积为 ９７．１８ 万公顷［２９］ ，但项目

面积占国内耕地面积的比重仅为 ２．０％，项目粮食产

量、输入到国内的粮食量占国内粮食产量的比重分

别仅为１．０％、０．５％［３０］ 。 与此同时，全球可利用的

耕地资源达 ３５ 亿公顷左右，２０１６ 年全球实际利用

耕地面积仅为 １４．２４ 亿公顷，还有六成左右的耕地

面积待开发利用［３１］ 。 由此不难看出，我国海外耕

地投资潜力和耕地扩展空间可观。
对内，通过土地平整、碱地改良、作物选育等措

施，突破边际土地极端限制因素，将荒草地、盐碱地、
滩涂和裸地等后备资源适度有序开发为耕地。 据统

计，我国有 １１０９７．６６ 万亩沿海及内陆滩涂［２３］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年底，已有 ６０ 万亩种植了“海水稻”等耐盐

碱植物［３２］ ；盐碱地面积约为 ３６００ 万公顷，其中具

有农业利用潜力的有 １３３３ 万公顷，占我国耕地面积

总量的 １ ／ １０［３３］ 。 若以每年开垦 １ 万公顷盐碱地用

于水稻种植，可实现粮食增产 ６ 亿公斤［３４］ ，可增耕

地面积及农业生产能力提升潜力可观。
２．森林的“粮库”潜力巨大，但亟须强化森林食

品供给保障能力建设

早在 １９８９ 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就提出

“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说法，２０２２ 年，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将其补充发展为“四库”思想，强调“向

森林要食物”。
作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

共有 ３４．６ 亿亩森林［３５］ ，是耕地面积的 １．８ 倍。 与

广袤的森林面积相对应的则是种类繁多的森林食品

资源。 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 ７００ 多种木本、草本、
藤本、真菌等森林蔬菜，５７ 科 ６７０ 余种森林果树资

源，５００ 余种森林粮食资源，８０００ 多种森林木本油

料，１０００ 多种木本饲用植物资源，１９ 属 ４１ 种可供饲

用的竹类植物，１００ 多种可用作饮料原料的森林树

种，５０００ 余种森林药用植物，１１０ 科 ３９４ 属 ９８５７ 种

可利用的森林蜜源植物资源，２１００ 多种森林动物资

源［３６－３７］ 。 此外，我国还有近 ３８０ 种森林粮食资源

尚待查明，近 ３５０ 种天然木本香料植物和 ７５０ 多种

添加剂植物有待开发利用［３６］ 。 可见，森林的“粮
库”潜力巨大，在端稳“中国饭碗”中具有重要地位。

但是，最新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２０ 年我国森林食

品中的干果类产品供给量仅占我国粮食总量的

１．８７％，木本粮油类的供给量是油料产量的 ２．３８％，
各类经济林产品总量约为 １９９７０．１２ 万吨，木本食用

油产量占国产植物食用油生产总量的比重达到

８．５％，同时，我国植物食用油自给率不到三成，每年

约有 ２３００ 万吨食用油需求缺口依靠进口满足［３８］ 。
由此，强化森林食品供给保障能力建设，大力发展木

本粮油产业，对于新发展阶段保证粮食安全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综上，从供给侧来看，要全面普查我国现有的森

林食物资源，掌握资源存量、允许采集量及潜在供给

能力，有规划地开发保护森林资源，同时，妥善处理

森林食物生产用地与传统耕地保护的关系，确保森

林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与统一。 从需求侧来看，
要加强森林食用油、食用菌等相关森林食品的宣传

推广工作，提升公众对森林有机产品的使用和消费

意识，让更多的“森林热量” “森林蛋白”走入千家

万户。
３．我国草地农业产值占比远不及现代发达国

家，有待充分挖掘食物开发和供给潜力

作为拥有全球 １３％草原的世界第二草原大国，
我国共有 ３．９２８ 亿公顷草原，在国土面积中的比重

达到 ４０．９％，约是耕地面积的 ３．１ 倍、森林面积的１．７
倍。 草原在保障粮食安全、实现种业振兴中具有重

要价值。 第一，草原是优质绿色畜产品输出地，不仅

有蒙古牛、滩羊、大通牦牛、欧拉羊等特有或优良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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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２５０ 多种［３９］ ，更产出我国 ２７％、３５％和 １９％的牛

肉、羊肉和奶［４０］ ，为保障我国居民肉蛋奶等食物营

养需求作出突出贡献。 第二，草原是重要种质资源

供给地，约有 １．５ 万种植物，其中 ６７００ 多种牧草可

为放牧家畜提供重要食物源［３９］ ，还有小麦、小米、
水稻等粮食作物的近缘种，具有药用价值的草原野

生植物有 ６０００ 多种，可用作食品生产的有近 ２０００
种［９］ 。 第三，草地农业是补充耕地农业短板的重要

方面，草地资源和农区草田轮作的潜力是农田的 ４
倍［２２］ ，建立草地农业系统可节约近 ６８４．８ 公顷的耕

地，创造约 １８４．６８ 公顷耕地的生产能力［４１］ 。 此外，
草地农业的能量或蛋白质产量都数倍于耕地农业，
特别是优质牧草粗蛋白质含量高达 １６％—２０％［７］ ，
一亩优质牧草提供的营养源相当于 ３—５ 亩小麦，提
供的蛋白质相当于一亩小麦的 ４—８ 倍［２２］ 。

但是，我国草地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

比重仅为 ２６．６７％［３］ ，远低于现代发达国家这一比

值（近 ５０％）。 我国天然草原每百亩的生产力为

１１．５公斤肉、２４ 公斤奶和３．５公斤毛，相当于３１．４个
畜产 品 单 位， 仅 为 美 国 的 ６．６７％、 澳 大 利 亚 的

３３．３３％［３９］ 。 如果南方草地的开发程度达到新西兰

生产水平的一半，配合农区的耦合效益，可增添近

７４２ 公顷的耕地，获得 ６００ 万个畜产品单位。 若将

耗粮型家畜替换为草食型家畜，减少三成生猪养殖

量，可减省 ７１６． ９ 吨粮食，约为 １６０． ５ 公顷农田当

量［４１］ ，从而极大地满足国内口粮、饲料用粮、蛋白

饲料的需求，缓解我国粮食安全压力。 可见，草原作

为“天然大粮仓”，在食物开发和供给上的潜力有待

充分挖掘。
由此，在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不被触动的范围

内，可考虑“藏粮于草”“引草入田”“化草为粮”，建
设人工草地、天然草原改良和饲草饲料基地，稳定和

提高草原生产能力；适度减少高耗粮型的猪禽养殖，
同时等量增加草食型家畜养殖比例，将籽粒（粮食）
替换为非粮型饲料，实行以草定畜的养殖模式，缓解

人畜共粮、争粮冲突；开发优质高产牧草种质资源，
推广草田轮作和补播草地制度，应用科学生产预测

和管理以及先进机械技术，推动草原畜牧业集约化

发展。
４．江河湖海等水域空间开发不足两成，打造“蓝

色粮仓”大有可为

我国是世界水域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内陆水

域有江河、湖泊、水库、池塘等总面积约 ２７００ 万公顷

的淡水养殖基地，近海海域有总面积约 ４．７３ 亿公顷

的海水养殖空间［４２］ ，为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水产

品生产国、消费国、进口国（按贸易量计）和出口国

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随着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总产量上升至历史最

高水平，当前水产食品在改善人类营养膳食结构、保
障粮食安全中的贡献之大前所未有。 一方面，水产

养殖业“不与人争粮”，采用种植业产品作为饲料来

源的比例很小［４３］ 。 据统计，鱼禽的饵料系数平均

仅为 １． ５［４２］ ，远低于牛羊（８ ∶ １）、猪（３ ∶ １）、牛奶

（１０ ∶ １）、蛋（３ ∶ １）的料肉比［４４］ ，且占淡水养殖总产

量 ６０％的鱼类以滤食、草食为主［４２］ 。 另一方面，水
产养殖业“不与粮争地”，能够极大地节约土地、淡
水等重要资源［４３］ 。 海水养殖的亩均效益是粮田的

１０ 倍，素有一亩“蓝色耕地”孕育十亩“谷粮”之称。
沼泽地、坑塘、废旧河道、滩涂、低洼盐碱地或不可耕

种的土地均可通过合理开发打造为持续高效供给水

产品的“粮仓”。
但是，江河湖海在食物生产和供给方面的潜力

远不止于此。 以海水养殖业为例，我国拥有 １２ 万平

方公里的－１５ 米等深线以内海域面积，其中现已开

发的不足两成，还有－２０ 米、－３０ 米等深线的广阔水

域亟待开发，而在未开发的－１５ 米等深线以内海域

中，一旦有半数得到开发利用，每年能增加 １０００ 万

吨高附加值水产品［４３］ ，减省 ０．５ 亿—０．６ 亿吨饲料

粮，再配合陆地畜牧业和种植业资源优化配置带来

的节约效应，预测到 ２０３０ 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下

降到 ７ 亿—８ 亿吨，从而极大地减轻我国粮食安全

负担。
由此，未来除了将水产品生产体系纳入我国粮

食安全战略构成，还需大力发展生态养殖，保护和扩

大淡水、海水养殖生产能力，在沿岸及近海探索资源

增值途径，并加大“走出去”战略的施行力度，推动

远洋渔业发展，以水产养殖为媒介，同尚未完全开发

的沿海国家或地区开展投资合作，谋求更广阔的水

产养殖空间，打造域外“蓝色粮仓”。

三、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
战略的未来展望

　 　 未来，要进一步着眼于粮食和食物的可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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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深刻把握以下

四大关系，推动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略的

科学落实，全方位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
１．全方位利用国土资源与生态保护的均衡发展

基于大食物观的“藏粮于地”战略突破固有思

维逻辑，未紧盯着耕地产出粮食，而是面向整个国土

资源，充分发挥耕地、森林、草原和江河湖海等自然

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全方位开发并获取粮食和食

物资源。 但回溯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往往会不可避

免地陷入对某一自然资源或生态系统无节制攫取和

过度开发的怪圈，不但导致资源或系统间的平衡被

打破，环境受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会事与愿违，“竹
篮打水一场空”。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描述

西班牙种植场主为了获取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

的咖啡树的肥料，而烧毁古巴山坡上的大片森林，导
致沃土因缺乏树木遮挡而被热带大雨冲刷殆尽，独
剩岩石裸露。 ２０ 世纪，内蒙古某旗长期推行“以粮

为纲”方针，只开垦荒地发展玉米种植，而不发展畜

牧业，十年间，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增长，当地原有的

畜牧业也遭到严重破坏［４５］ 。
未来，应从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出发，

在充分评估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有序合理保障生态安

全的前提下拓展“食物地图”，探索绿色、环保、低
碳、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弥补现代农业发展的生

态短板，注重耕地、林业、渔业、草业等资源的永续利

用和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维护，实现生态安全和生

产发展的二者兼顾。
２．农业主产区类型拓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统筹

协调

农业主产区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全国粮食安

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从 ２００１ 年为适应粮食生产

和流通格局变化，我国划分出 ４ 个玉米主产区、８ 个

稻谷主产区、４ 个小麦主产区，到“十二五”期间提出

以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分布优化为主的“七区二

十三带” ［４６］ ，再到 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发布“两区”划定，
确定出 ９ 亿亩用于稻、麦、玉米生产的粮食生产功能

区和 ２．３８ 亿亩用于豆、棉、油、糖、胶生产的重要农

产品生产保护区［４７］ ，不难看出，我国一直以区域划

定为指导思想，重点聚焦主粮生产，以实现不同地区

的比较优势和区域规模效应的充分发挥。 而随着

“大食物观”要求充分发掘耕地、森林、草原和江河

湖海等国土资源的生产能力，以粮食为核心的农业

生产区划显然不足以支撑多元食物供给体系的

构建。
未来，应在粮食主产区域之外，基于气候水文、

土地禀赋、经济状况等条件，丰富拓展主产区种类，
设立诸如稻虾种养主产区、林下经济功能区、水产养

殖主产区、畜牧业优势产品区域等不同类型的主产

区，建立迎合百姓食物消费偏好、符合资源环境承载

力、全国均衡分布的主产区格局；在粮食主产区域内

部，则应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粮经饲、种养加、农牧渔

协调发展的食物生产结构，提高区域内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
３．防止耕地“非粮化”与引导耕地合理“食物

化”的尺度把握

作为“藏粮于地”战略中保证国家粮食稳定供

应的主要举措，防止耕地“非粮化”既包括整治占用

耕地种树造林、挖塘养鱼等行为，也包括将耕地从经

济作物种植调整为粮食作物种植的结构 “非粮

化” ［４８］ 。 但部分地区在遏制耕地“非粮化”的实践

落地中，对“非粮化”和“非食物化”之间的尺度拿捏

不当，出现强制要求种植现状为瓜果、水产、苗木、蔬
菜等“非主粮”的土地恢复为主粮生产用地、“一刀

切”地必须生产粮食的闹剧，加剧了粮食产业同其

他产业的结构性冲突。 而我国居民对主粮的消费需

求趋低，对食物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需求愈发明

显，如何在“大食物观”指导下处理好防止耕地“非
粮化”与促进耕地合理“食物化”的关系需要得到重

点关注。
未来，应正视我国居民膳食结构转变的客观事

实，认可耕地“非粮化”中的合理需求，引导耕地合

理“食物化”利用，开展一定范围的、对耕作层和粮

食产能影响较小的、“非主粮”作物种植，以保障各

类食物有效供给。 同时，以守住耕地红线为准绳，严
禁地方及资本将大面积耕地用于非食物种植园建

设、林业发展等情况出现，并同严格管制耕地一般，
对地力较好、水土资源较优、易于复耕的园地、林地

及其他农用地予以相同重视，稳住现有耕地及后备

资源底盘，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４．国内耕地资源与海外耕地投资的功能认知

在全球粮食危机、地缘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重

大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引致粮食价格波动加剧、能源

价格持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海外耕地投资因

能实现超额利润和资本价值增值而备受全球多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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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关注：既有经济实力较强，但因缺乏耕地和粮食资

源而不得不投身海外耕地投资活动的日本、韩国、沙
特、卡塔尔等国家，亦有为攫取金融利润而深涉其中

的美国、法国、英国、美国、德国、荷兰等西方发达国

家［２９］ 。 对我国而言，海外耕地投资是缓解国内耕

地资源承载压力的有力举措，亦是充分利用国内和

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现实体现。 但由于西

方媒体对“中国威胁论”“土地殖民”“债务陷阱”等
不实论调的宣扬造势，致使部分地区的海外耕地投

资项目受地方舆论压力的影响而被迫暂停［４９］ 、大
量前期投资化作沉没成本，经济损失严重。

未来，需要清醒认识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不能

完全寄托于海外耕地市场，应以国内耕地生产作为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主战场，充
分利用现有耕地资源重点生产口粮、种子粮等重要

粮食品种，确保我国口粮安全、种业安全。 在国际

上，持续推进农业“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全球海

外耕地投资活动，着手将饲料粮、工业用粮、农副产

品供应适度转移至海外耕地，建立安全高效稳定的

粮食供应和优质耕地资源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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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４－１０）［２０２２－１０－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０４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８４６１３．ｈｔｍ．

［４８］谢花林，欧阳振益，陈倩茹．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
吗：基于福建丘陵山区农户的微观调查［Ｊ］ ．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２２
（１）：４７－５６．

［４９］孙侦，贾绍凤，吕爱锋．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状况研究［ Ｊ］ ．资源科

学，２０１８（８）：１４９５－１５０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Ｌａｎ Ｈｏｎｇｘｉｎｇ　 　 　 Ｌｉ Ｆｅｎｎ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ｈａｓ ｒａｒｅｌｙ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ｒｏ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ｇｒａｉｎ ｔｏ ｆｏｏ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ｉ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ｅ ｃａｎ ｏｂｔａｉｎ ｆｏ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ｉｎ “ｂｉｇ 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ｓｔｏｒ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ａ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ｌｋａｌｉ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ｄｅｐｏ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ｓ ｈｕｇｅ，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ｔａｐｐ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ｇｒａｎ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ｒｉｖｅｒｓ， ｌａｋｅｓ，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ｉｓ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ｎ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ｎ ｇｒａｉ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ｌｅ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ｔｏｒ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ｂｉｇ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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